
也谈社会学基本问题
———兼答对我的社会学观点的某些批评

郑　杭　生

　　谭明方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谭明方 , 1998:23-46;并参见 1996a ,1996b)一文(以下

简称谭文),与以往相比 ,较为集中地论述了他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观点 ,

并对我的有关观点多次作了评述。和过去一样 ,我欢迎这样的学术批评和讨论 。我一贯主张 ,

在学术问题上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 ,但这不应影响学者之间的友谊 ,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学术领域和非学术领域。如果在学术讨论和批评中掺进种种非学术因素 ,或者因为学术

观点不同而影响学者之间原有的友谊 ,在我看来 ,都不能认为是适当的。正是本着这种精神 ,

本文愿意就社会学基本问题与谭文交换意见 。

一 、什么是“社会学基本问题”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否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

谭文提出了一个“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定义:社会学基本问题是关于“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用的关系”的问题 ,或者说 ,是关于“究竟是行动者个体之间的

交互作用导致了社会共同体的存在 ,还是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用决定了行动者个体的社会

行为方式”(谭明方 ,1998:37)的问题 。简言之 ,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也可以说就是`行动者

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如何' 的问题”(谭明方 ,1998:38)。

谭文之所以用上述方式表述社会学基本问题 ,而不是用通常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表

述 ,首先是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仍然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提法 ,容易形成各种不同的理

解” ;其次是由于“群体之间的关系” 、“组织之间的关系” 、“阶级之间的关系” 、“社区之间的关

系”等 ,无法被纳入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逻辑之中去(谭明方 ,1998:30)。

在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表述上 ,谭文的定义 ,真有充足理由 ,真的比“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高

出一筹吗 ?很遗憾 ,事情远非如此 。

第一 ,谭文的定义包含不应有的逻辑矛盾 。在上述定义中 ,正如谭文所说 , “行动者个体”

和“社会共同体”是它的两个基本范畴。既是这样 ,它们本应有严格的区分 ,否则就无从谈到两

者的关系 。但是在谭文对它们的解释中 ,这两者事实上成为混同的东西。谭文告诉我们:“在

上述定义中 , `行动者' ,是指参与相互交互作用的各种行动主体 。它不仅是指`个人' 这种行动

主体 ,还包括有`个人' 的各种集合形式 ,如各种`职业群体' 、̀ 民族' 、̀ 阶层' 、̀ 阶级' 等行动主

体;从一定意义上进行研究时 ,还包括`家庭' 、̀组织' 、̀ 社区' 、̀ 国家' 这类行动主体 。所谓`行

动者个体' ,则是指`一个人' 、̀ 某一职业群体' 、̀某一个民族' 、̀ 某一个阶层' 或者`某个特定的

阶级' ,以及`一个家庭' 、̀ 一个组织' 、̀ 一个社区' 、̀一个国家' 等”(谭明方 ,1998:37)。

这里 ,谭文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公式:行动者个体=个人+个人的各种集合形式 。但是

“个人的各种集合形式”是什么呢? 不正是各种形式的社会或“社会共同体”吗? 这样 ,上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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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又变成:行动者个体=个人+社会(或社会共同体)!

那么 ,什么又是谭文所说的“社会共同体”呢 ?它告诉我们:“这个定义当中的`社会共同

体' ,指的是有一定的社会结构作为其中的各种行动者个体的交往方式 ,并有相应的`文化' 形

态对这种交往方式加以巩固的社会关系的共同体”(谭明方 ,1998:38)。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 ,

那么 ,被谭文称为“行动者个体”所包含的“职业群体” 、“民族” 、“阶层” 、“阶级” ,以及“家庭” 、

“组织” 、“社区” 、“国家”等 ,毫无疑问也都是“社会共同体” ,因为它们无一不是“具有一定的社

会结构” 、“并有相应的`文化' 形态”的社会关系的共同体! 由此 ,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谭文

的“社会共同体”确实是包含在其“行动者个体”之中的 ,是一种包含关系下的相互制约 ,而不是

并列关系中的相互作用。本来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现竟成为一个东西的内部关系。这样 ,

谭文的“社会学基本问题”岂不是成了“行动者个体”的自我问题 。其推导过程如下:因为“行动

者个体=个人+社会(或社会共同体)” ,又因为“个人+社会(或社会共体)的关系=社会学基

本问题” ,所以“社会学基本问题=行动者个体”的自我问题 !

第二 ,谭文用自己理解的社会学基本问题来代替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个人与社会关

系” ,是缺乏充足理由的。

谭文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高度概括的社会哲学层面”问题 ,这是对的 。

确实 ,“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 ,本身就是社会哲学的问题 ,也不能不是社会哲学的问题 。正如

我们将要看到的 ,它给社会学提供了由以出发的理论前提 ,一根在更高层次上贯穿社会学全部

内容的红线。否则 ,基本问题的“基本”体现在哪里呢? “高度概括”并不是它的缺点 ,而正是它

的特点。据此 ,我也并不同意直接用它来给社会学下定义 ,直接把它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因为 ,研究对象的理论前提与研究对象本身不能混淆;前者属于社会哲学的元问题层次 ,后者

则属于社会学本问题中的总问题(本问题—总问题)层次。说“社会学是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

系的” ,这在社会哲学层次上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它却没有在社会学作为综合性具体科学的

层次上具体回答社会学的对象问题 。

但是 ,我也不同意直接间接地否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或认为

它是一个有缺陷的基本问题 ,试图用自认为没有缺陷的来代替它 。谭文虽然是在批评那种直

接用它来给社会学下定义的做法———这是有道理的 ,但也涉及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本身的批

评 ,而这在我看来 ,是缺乏充足理由的。首先 ,最为关键的是:是否像谭文所说的那样 ,“群体之

间的关系” 、“组织之间的关系” 、“阶级之间的关系” 、“社区之间的关系”等 ,无法被纳入到“个人

与社会的关系”的逻辑之中去。我认为 ,断言“无法被纳入”是不对的 。因为群体 、组织 、阶级 、

社区等 ,正如谭文所说 ,作为“个人的各种集合形式” 、“个人的`被组织形式' ”(谭明方 , 1998:

31),都是由该群体 、组织 、阶级 、社区等的一个一个成员按一定的规范组成的。一方面 ,每个群

体 、组织 、阶级 、社区本身 ,实际上就是个人与该小社会的统一 ,在该群体 、组织 、阶级 、社区等

中 ,个人与该小社会相互发生作用 。另一方面 ,该群体 、组织 、阶级 、社区等各自的一个一个成

员 ,又通过本群体 、组织 、阶级 、社区等 ,与其他群体 、组织 、阶级 、社区等———也就是不同的小社

会或大社会———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所以 ,“群体之间的关系” 、“组织之间的关系” 、“阶级之

间的关系” 、“社区之间的关系”等 ,本质上仍然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怎么会在逻辑上“无法被

纳入”呢? 除非群体 、组织 、阶级 、社区等不再是“个人的各种集合形式” ,而成为坚不可分的 、事

实上不可能存在的“社会原子” !其次 ,所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仍然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提

法 ,容易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解” 。正如上面已经看到的 ,谭文的定义除了有逻辑矛盾等大忌之

112



外 ,同样也有 、甚至可能形成更多的如他所批评的“各种不同的理解问题” 。再次 ,谭文对社会

学基本问题的替换 ,事实上丢掉了原有的优点 ,而增加了原来没有的缺点 。“个人与社会的关

系”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 ,有简明扼要 、易于理解的优点 ,而用“行动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

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作用的关系”来代替 ,则可以说使原本很容易明白的道理 ,用很难懂的 、洋

化味甚浓的话语来表达。即使是相对最容易理解的表述 ———“行动者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

相互制约的关系” ,实质上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有多少差别呢? 行动者个体不是个人的另

一种说法 ,社会共同体不是社会的另一种说法是什么 ?而如果把行动者个体理解为“个人+

`个人的各种集合形式' ” ,那就不是不同表述的问题 ,更不是什么新观点的问题 ,而是基本逻辑

错误的问题。

　　二 、关于我的社会学观点是如何提出的;判断社会学观点成熟和科学与否的标准是什么?

我的社会学观点有幸被谭文说成是产生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以“社会关系”为社会学

对象的第二种观点。按照谭文的安排 ,它成为产生于 80年代初期 ,以“社会整体系统”或“社会

整体”为对象的第一种观点 ,和产生于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对象的

第三种观点之间的中介环节(谭明方 ,1998:24-29)。谭文还断言:“上述三种观点 ,实际表明

了社会学理论研究在我国的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谭明方 ,1998:31)

谭文的这种安排 ,初看 ,时间的前后很搭配 ,文字的使用很匀称 ,过程的描写也很有序 ,似

乎天衣无缝 ,然而就是不怎么符合事实 ,带有浓厚的主观臆测的味道 ,几乎不理睬被评论者自

己是如何说的。与“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相比 ,真可谓是大胆假设 ,大胆求证!

不错 ,我的社会学观点 ,即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

具体科学 ,首次发表在 1985年(郑杭生 ,1985),但酝酿是在 1981年 11月-1983年12月在英国

作访问学者期间 。这一点 ,我在1987年出版的《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的后记中写得明明

白白:“从那时起 ,我就决心要在这个问题上理出一个头绪来。对社会学两大分支形成的历史

回顾 ,特别是对我国`文化大革命'陷入恶性运行的反思以及对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内容的检

讨 ,使我初步产生了社会学是搞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想法 。”(郑杭生 ,1987)

也是在英国期间 ,我受严复的启示 ,根据他在《群学肄言》提出的观点 ,即社会学是一门研

究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 ,以及所以达到治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 ,初步检索了我国历史上治乱兴

衰的社会运行状况 ,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治世———如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 、康乾盛世等 ,一些著名

的乱世 ———如侯景之乱 、安史之乱等;也粗略地考察了历代思想家对社会治乱兴衰的论述 ,以

及这些治乱思想对当代的影响 ,开始形成社会运行类型 ———良性运行 、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的

概念 。这一点 ,我也在《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中写得清清楚楚(郑杭生 , 1987)。此后我曾

多次说明我的观点与严复观点之间的联系 ,如“从思想资料上说 ,给我的社会学定义以直接启

发的是严复的定义”(郑杭生 ,1991);如我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写的卷首文章有关部

分中指出 , “80年代在中国的社会学中 ,有人提出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

性 ,特别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一定义可以说是沿

着严复的思路发展的”(编写组 ,1991:2)。

可是 ,在谭文的笔下 ,我的观点提出的时间 、原因和内容 ,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了 。例如 ,我

的观点竟变形走样成这样:第二种“观点的主要内容是 ,社会关系既包括人们之间的依生产关

系的所有制性质而定的生产关系 ,也包括其他由非所有制原因造成的社会关系 。这些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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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既有经济方面的 ,也有政治方面的 ,还有`法律' 、̀ 伦理' 、̀ 教

育' 、̀ 宗教' 等方面的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就是包括阶级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谭明方 ,

1998:27)。这些难道真能代表我的观点的主旨和特色吗 ?

这里 ,我更要郑重说明 ,我的观点并不比谭文所说的第一种观点更成熟 ,也不比第三种观

点更不成熟 。用时间的先后作为标准 ,往往是表面的。后来出现的东西 ,可能更成熟 ,也可能

更不成熟 。在我看来 ,衡量一种社会学观点的成熟不成熟 、科学不科学 ,只能看它是不是从本

国社会的现实中来的 ,因而对本国社会有较强的解释力;是不是吸取了本国的学术传统的相关

精华 ,因而有历史的底蕴;是不是从世界社会学发展的大道上吸取有益的 、适用于我国国情的

东西 ,因而既保持它重视秩序和进步的传统 ,又符合它正在进行的综合趋势;是不是敢于和善

于在上述基础上进行创新 ,因而能够对社会学中国化 ,建立一种与世界社会学有对话能力的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一种社会学中的“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的主体意

识 ,是与那种言必称西方社会学如何如何 ,对西方社会学亦步亦趋 ,以西方社会学的标准为标

准 ,还自以为站在社会学发展前沿的“边陲思维” ,有本质区别的 。在欧美社会学作为强势社会

学 ,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作为弱势社会学这样的世界社会学格局下 ,在中国

社会学界增强主体意识 ,弱化“边陲思维” ,仍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

这里还涉及一个社会学观点分类的问题 。按时间先后分 ,不是不可以 ,但这仅仅是一种操

作性办法 ,严格说来 ,是缺少逻辑根据的 。谭文一眼看来很重视社会学基本问题 、很重视分析

问题的逻辑 ,但在分类问题上却离开了它 ,没有把它作为分类的根据。按照社会学基本问题 ,

应当分为:第一类 ,侧重社会的 。其代表性的观点 ,早期有严复的治乱兴衰说 ,李大钊等人的社

会发展普遍规律说;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后 ,有费孝通的社会整体及其规律性说 ,以及我的

社会运行说。第二类 ,侧重个人及其社会行为的。其代表人物 ,早期有孙本文 、龙冠海等 ,1979

年后有杨心恒 、庞树奇等。第三类 ,不明显属于上述两大类的都可归到这一类。但归根到底 ,

它们实际上也有一个侧重社会方面或个人方面的问题 。至于认为社会学对象是研究个人与社

会的关系的———且不说它还停留在社会哲学的层次上 ,同样也有侧重哪一方面的问题 。持这

一主张的我的朋友杨心恒 、奚从清 ,在我看来 ,实际上属于第二类 。

　　三 、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联系;元问题 、本问题 —总问题和本问题—

分问题

　　谭文批评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社会学者 ,在讨论社会学对象问题时忽视了与社会学基本

问题的联系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国的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 ,都没有自觉地从社会学`基本

问题' 的角度进行思考”(谭明方 ,1998:41)。谭文声称: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社会整体

良性运行的机制和条件”(这里“整体”两字是谭文加上去的)等 ,其实是“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

性质的误解;而造成这种误解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对社会学`基本问题' 的思考”(谭明方 ,

1998:32)。谭文把这叫做“舍本逐末”(谭明方 , 1998:34),还不无讽刺意味地说:“如果我们的

研究者们考察一下社会哲学在研究什么 ,他们也许就不会再为自己的观点而悠然自得了 。”(谭

明方 ,1998:34)事实究竟如何呢 ?就对我的批评来讲 ,我不得不说谭文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一 ,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一般联系。

对上述两者之间存在的总的 、一般的联系 ,我曾多次加以说明和论证 。我在为《中国大百

科全书·社会学》写的卷首语中第一句话就是:“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从某种特有的角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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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侧重对社会 ,或侧重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 ,或侧重对社会和人的关系 ,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因

而具有自己独特的对象和方法的学科 。”(编写组 ,1991:1)这可以说是开门见山地从社会学基

本问题的视角 ,来说明社会学及其对象问题的 。

在《社会学概论新修》中 ,我还单独列出一小节 ,更明确地论证了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的重

要性 ,并指出了它与对象问题的联系:

讨论如何定义社会学对象问题 ,不能不涉及到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它不仅

对讨论社会学定义问题十分重要 ,而且对其他方面也同样重要。具体说来 ,它的重要

性表现在:第一 ,如上所述 ,定义社会学的对象或侧重社会 ,或侧重个人 ,都离不开两

者的关系问题;第二 ,区别社会学的学派 ,如唯实论和唯名论 、实证论和反实证论 、整

体论和个体论等 ,都是根据这个问题来划分的;第三 ,确定社会学的属性 ,如宏观社会

学和微观社会学 ,也是以这个问题为准绳的;第四 ,社会学的主要内容 ,不论是社会

化 、社会互动 、社会角色 、社会群体 ,不论是社会组织 、社会分层 、社会制度 、社区 ,也不

论社会问题 、社会控制 、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变迁 ,无一不是直接 、间接地包含着或体现

着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 。在理论上说 ,这个问题是每个社会学家都在自觉不自觉

地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上 ,它又是每个社会都必须面临的问题 ,是每个生活在社会中

的个人必须这样那样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正确 ,社会的动力机制 、整合机

制 、激励机制 、控制机制 、保障机制才能良性运转;个人才能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

个人也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与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相类似 ,在

上述意义下 ,也可以认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郑杭生 ,

1994:15)

很清楚 ,上述的阐述表明 ,我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社会学基本问题 ,放在社会哲学的

元问题层次上 ,而把社会学对象问题放在社会学本身的总问题层次上 。谭文所说的“对社会学

这门学科的性质的误解” ,如果我没有弄错 ,首先是指混淆这两个层次的问题 。可见诸如此类

的批评不应该落在我的观点上 。

第二 ,关于我的社会学观点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特殊联系。

具体到我的社会学观点 ,即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

性具体科学 ,它是否像谭文所说 ,是忽视社会学基本问题或缺乏对社会学基本问题的思考的结

果呢 ?当然也不是。首先 ,这个定义尽管侧重社会 ,但丝毫也没有忽视个人;它没有离开个人

与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学基本问题 ,而是将它内在地贯串于其中。我所说的社会既指社会全局

或社会大系统 ,又指它的各个局部或各个子系统 。① 我这样说明:“所谓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

调发展 ,是指特定社会的经济 、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 、不同层

次之间的相互促进 ,而社会障碍 、失调等因素则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最小的范围之内。”(郑

杭生 , 1987:20)为什么要侧重社会? 因为无论在以往的中国 ,还是在当代中国 ,社会对个人的

影响 ,一般说来 ,要比个人对社会的影响大得多。这一特殊的国情 ,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为什

么侧重个人的社会学观点 ,很少在中国成为主流观点。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 ,社

会对个人的影响更明显。因此 ,在 20世纪 80年代我论证研究社会运行问题的重要性时 ,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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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看来谭文对系统论有点不以为然 ,说:80年代初 , “`系统论' 在社会科学界`炒' 得很`火' ,言必讲`系统' ,从而造成
了研究这门学科对象时的理论氛围。”(谭明方 , 1998:26-27)谭文没有说明这究竟有什么不对。



样说:“当社会处在恶性运行时 ,我国各个年龄段的人们都受到了损害”(郑杭生 ,1987:409),还

说:“当我国社会处在恶性运行时 ,我们每个人都是没有什么前途可言的。可以毫无夸张地说 ,

推进和维持我国社会主义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的 、长远的 、根本

的利益”(郑杭生 ,1987:410)。同时 ,在侧重说明社会运行状况对个人的影响的同时 ,也丝毫没

有忽视个人对社会的影响 。我们研究的社会运行的五大主要机制———动力机制 、整合机制 、激

励机制 、控制机制 、保障机制 ,无一不是为了把个人的积极性 、创造性有序地发挥出来 ,以改善

社会运行的状况 。这样 ,通过社会运行状况和对个人前途和利益的相互影响 ,把个人与社会关

系具体化了。也就是说 ,我的社会学定义 ,通过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 ,将上

一层次的元问题落实在综合性具体科学的层次上 。这怎么能说是缺乏对社会学基本问题的思

考呢 ?

侧重研究社会 ,包括研究它的全局和局部 、系统和子系统 ,同时又不忽视个人 ,这并不是要

毫无遗漏地研究社会的一切方面 、穷尽个人的一切方面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而且 ,研究社会

的不只是社会学一家 ,而是整个社会科学大家族 。社会学对象问题就是要解决作为综合性具

体科学的社会学究竟聚焦在社会全局和局部 、系统和子系统的哪些规律性上。一方面 ,这些规

律性 ,尽管是社会多种规律性中的一类规律性 ,但它确实是既与社会的全局 、全系统有关 ,又与

它的各个局部 、子系统有关。另一方面 ,这些规律性又是其他社会科学不作专门研究的 ,是在

它们的学科视野之外的。经过研究 ,我们认为 ,这类规律性就是社会运行和发展 ,特别是社会

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 。它既与社会的全局 、全系统有关 ,又与它的各个局部 、子

系统有关;它是其他社会科学都涉及 ,但不作专门研究的东西。社会学当然要研究谭文如此珍

重的“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 ,但只有与特殊的社会性视角和规律性 ,例如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

发展的视角和规律性相联系时 ,它们才是社会学研究的东西。不要以为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

的概念很小 ,它们也是多少门社会科学 ,例如行为学 、组织行为学 、犯罪行为学等等研究的领

域。所以 ,问题仍然是社会学研究“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特殊视角是什么 ?

要揭示其中何种特殊的规律性 ?这样岂不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 从方法论上说 ,只要把

反映某一类社会现象的范畴 ,例如社会问题 、社会组织 、社会制度 、社会互动等等作为社会学对

象 ,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社会学产生以来 ,这样来规定社会学的定义不少 ,但几乎没

有站得住脚的? 在我看来 ,社会学史已经作了结论:此路不通;还要硬着头皮往前走 ,恐怕也很

难走得通 。应当说我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

科学 ,也是受到了这方面的教训的启示的。

与上面所述相关 ,《社会学范畴论》这样评述道:“我们的许多研究者 ,在归纳社会学的`研

究角度' 和`研究特点' 的时候 ,没有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的层次上进行深入的思考 ,而只是

在问题的现象层面做一些肤浅的划分 ,从而导致顾了这一头 ,那一头又说不通 ,顾了那一头 ,这

一头又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局面。”(谭明方 ,1996a:131)遗憾的是 ,我们这些被称为现象层面

的肤浅划分者 ,并没有看出谭文和谭著一再提供的以“深入的思考”为基础的“社会行为和制度

文化”的研究角度 ,究竟深刻在哪里 !

第三 ,关于我的社会学观点与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内容的关系。

谭文多次批评我国大多数“研究者忽视了`研究对象' 与`范畴体系' 之间必要的逻辑关系”

(谭明方 ,1998:26)。谭文说的“范畴体系”就是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内容:人的社会化 、社会角

色 、社会互动 、社会群体 、社会组织 、社会分层 、社会流动 、社会规范 、社会设置 、社区等等。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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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以“人的社会化”为例加以说明 ,认为我国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在把人的社会化作为研究

的出发点时 , “并没有从内在逻辑上体现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社会整体系统' 时的必然

性”(谭明方 ,1998:42);并认为这些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不像西方“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者 ,对

个人的社会化过程都必然依据某种关于`社会' 的理论逻辑做出解释” ,因而“存在着研究目的

上的模糊性”(谭明方 ,1998:43)。这同样不适用于我。

人的社会化 、社会角色 、社会互动 、社会群体 、社会组织 、社会分层 、社会流动 、社会规范 、社

会设置 、社区等等作为第三层次的分问题 ,处在第一层次元问题和第二层次总问题之下;同时

每个范畴 ,例如“人的社会化” ,又都内在地贯穿着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内容:它们既是个人

与社会关系的体现 ,又在不同的方面发挥着各种具体的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

制的功能 。这就是说 ,我是根据社会运行论这种社会理论 ,来看待社会学对象与该范畴的关系

的。因此 ,谭文的“无理论说”是与事实不符的 。在对象和范畴的关系上 ,人的社会化与其他范

畴与社会学对象的关系是一样的 ,即前者与后者是分问题层次与总问题层次的关系。至于人

的社会化为什么安排在前面 ,这是各分问题之间的关系 ,是由它本身的特殊性 ,而非它与社会

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来决定的 ,即它确实是个人由“自然人”变为“社会人”的起点 ,确实是个人进

入社会生活的范围的起点 。这并没有错 。谭文以此为根据 ,批评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并没有

在内在逻辑上体现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社会整体系统' 时的必然性” ,是没有根据的 。

这是把总问题与分问题的关系 ,同各分问题之间的关系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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